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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中的“尚奇”趣味 

曾婷婷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电信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摘要： “尚奇”审美趣味在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是其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合 

力的美学显现，更从晚明的一种生活样态升华为时代美学精神。具体表现为“厌常喜怪，喜新尚异”的时尚追求， 

“新之有方，异之有道，不失情理之正”的品位推崇，以及“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的审美个性。晚明的“尚 

奇”美学精神突破了儒家的“温柔敦厚”之美，而立足于个体感性生命与日常生活，是对自身力量的全面开发， 

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体现了审美的进步。然而，这种趣味还未得到充分发扬和开拓，就被随着改朝换代而来的 

假古典主义所湮没和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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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 “尚奇”成为一种时代风尚。晚明文人 

所尚之“奇”从根本上来说，是压抑已久的个体感性 

生命力的爆发与释放，它与自然人性论思想的兴起密 

不可分。 表现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 “奇” 的特点有三： 

一是世俗性，表现为对“时尚”和新奇事物的追逐； 

二是抗争性，表现为奇人、奇事、奇言、奇行，以狂 

放不羁的生活方式来标举不俗，挑战儒家传统的伦理 

模式；三是独创性，标新立异，突出个人风格，宣扬 

主体的自我价值。 “尚奇” 的审美趣味在晚明文人的日 

常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晚明之“奇”对中国古典 

“尚奇”美学精神既有传承，又与传统有着根本的不 

同。

一、晚明“尚奇”趣味的思想根源 

“奇”的审美趣味何以在晚明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本文认为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 

面加以讨论。 

首先， “奇”源于一种“不平之气” ，这种“不平 

之气”与晚明政治密切相关。明代施之于士的政治暴 

虐是出了名的，赵园以“戾气”来概括明代尤其是明 

末的时代氛围， “躁竞” 、 “气矜” 、 “气激”则是士人处 

此时代的普遍姿态。 [1](3−20) 晚明文人所受迫害最深， 

薪俸最薄。万历“争国本”事件之后，万历帝开始了 

长期的怠政，从万历二十五年之后，竟然有二十年没 

有上朝。官位空缺长期不补，在职的官吏得不到正常 

的升迁，贪污腐败现象愈加严重，政府机构长期处于 

瘫痪状态。上下交争、党派之争趋于尖锐化。天启年 

间，宦官魏忠贤专政更是对士人施以暴政，特务机构 

林立，到处充满“杀气” 。 “廷杖” 、 “厂卫” 、 “诏狱” 

对士人肉体和精神是极大的耻辱。 “上下交争，构成了 

明代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 [1](7) 正德、嘉靖朝诸臣的 

群起而争，人主对群臣的大批杖杀、逮捕，足称古代 

中国政治史上的奇特一幕。这种暴虐发展到极端，扭 

曲了晚明文人的心态，他们以自虐来抗争。明代士人 

好谈患难，《明儒学案》屡见明代士人以廷杖诏狱为修 

炼的记述，赵园认为，暴虐“非但培养了士人的坚忍， 

而且培养了他们对残酷的欣赏态度，助成了他们极端 

的道德主义，鼓励了他们以‘酷’(包括自虐)为道德 

的自我完成——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 。 [1](9) 徐渭以 

斧劈面， “头骨皆折，揉之有声” [2](716) ，李贽夺刀割 

喉等等，他们以受虐甚至自杀为痛苦的发泄，这其中 

不仅是隐忍，更是心性的“残”与“畸” 。然而，这个 

对文人及生命蔑视的时代却愈加激发了他们对理想人 

生的向往，从而将文人导向对生命价值本身的追寻。 

徐如瀚为徐文长作序： “顾其肮脏之气，无所发舒，而 

益奇于文。 ” [3](1003) 袁宏道说徐文长“病奇于人，人奇 

于诗” [2](717) ，为奇人作传作序实则是为己立心， “奇” 

源于晚明文人对封建末世社会和政治的群体性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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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尚奇”与晚明社会的审美风尚息息相 

关。 “奇”作为一种审美趣味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立 

性。晚明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无论 

是农业还是手工业，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商品交换与流通日益频繁，商品经济达到空 

前的繁荣，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商业中心区，尤其在经 

济发达的江浙一带，出现了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市 

镇。随之而起的，是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消 

费与生活对市场的需求和依赖也越来越大。 正德以来， 

明代社会生活和风尚发生了激剧的变化，奢靡成风， 

“今则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 

是以用度日益华靡，物力日益耗蠹” 。 [4](卷七) 文人是最 

为敏感的群体，身处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时代，文人 

的思想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注重现世 

的享乐，追新逐奇，审美趣味趋于世俗。 “奇”的趣味 

反映在文学、绘画、戏剧、园林、服饰、器具等诸多 

领域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文人又强烈地拒斥 

“俗” ， 标榜 “奇” ，追求“癖” ， 不断通过“言”与 “行” 

来引领“时尚”潮流，宣扬富有底蕴的真新奇。晚明 

时期，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成为“尚奇”的重要外因。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西方文艺的思想与 

精神，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人们从未见过的奇器、奇书， 

西方当时的科技成果、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文学 

艺术等等都极大地刺激了晚明人的好奇心。文人与传 

教士颇为频繁的交往令他们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 

击，而如地球仪、望远镜、卧钟、玻璃器具等等新奇 

器物的出现，则令他们大开眼界，更加尚“奇” 、好 

“奇” 。 

笔者认为，促成晚明文人尚“奇”的审美趣味， 

更为内在的因素则是中晚明心学与自然人性解放思潮 

的兴起。通过王阳明“心即理” ，李贽“穿衣吃饭即是 

人伦物理” 、 “童心说” ，公安派“性灵说”等等人文思 

潮，文人重新思索自我价值，炽热追求真诚、深情与 

性灵，忠实于内在自我对事物最直觉最真实的感受。 

尤其是李贽的“童心说” ，尊崇“绝假纯真，最初一念 

之本心” [5](卷九) ，强调要保持如童子一样的纯真和本 

心，尖锐批判假道学之伪，肯定人的私心、私欲，认 

为童心未泯者方能创作出好作品。在李贽思想的影响 

下，晚明多狂狷之士，力斥乡愿作风，他们在行为举 

止上追求个性，文学艺术上推崇独创，生活方式上标 

新立异，标榜与众不同的风格，逐步发展为“奇”的 

审美风尚。晚明人所认同的“奇”源自自然本真之童 

心，好奇即是求真，是对自身感性力量的开发与认知， 

代表了一种鲜活的感性生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 “奇” 

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是原创力和生命力的代称。 

世人所目为奇异者，不过是展现赤裸裸的自我而已。 

只不过文人的情趣长期以来被上千年的封建伦理思想 

所遮蔽住了。回归到人性与道德最原初的枉然状态， 

回归到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吃饭穿衣等层面，正是明代 

心学及其后学所隐隐指出的一条道路。笔者认为，晚 

明“尚奇”趣味的审美意义正在于此。 

二、晚明生活美学的“尚奇”趣味 

(一)“厌常喜怪，喜新尚异” 

追新慕奇风气是晚明社会的时代风尚。晚明人所 

尚之“奇” ，多与新奇、怪异相关，它是商业化的直接 

后果。物欲横流，求奢求美，势必产生一种厌常斗奇 

的心理。只有艳、奇、异的事物，才能不断满足人们 

的好奇心， “时尚”也应运而生。卜正民指出： “明朝 

后期再也没有比多变的时尚舞台更为多彩的让人观赏 

竞争的场所了。 ” [6](251) 明代中后期文人士大夫对当时 

社会风气的记述中清晰地谈到了“时尚” ，服饰、居 

室、饮食、器具，甚至生活方式，都有不断流行变换 

的时尚品位在引领。嘉靖以后，文人士大夫和商贾渐 

成时尚潮流变异的中坚力量；而隆万以后，江南地区 

尤其是苏州一带成为时尚之都。 

文人对时尚的狂热丝毫不逊于平民百姓。在对 

新、奇、异事物的追逐中，文人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 

趣味。就拿服饰来说，文人也竞奇斗异，追逐时髦。 

据范濂《云间据目钞》： “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 

寒酸。贫者必用绸绢色衣，谓之薄华丽。而恶少且从 

典肆中，觅旧段旧服，翻改新制，与豪华公子列坐， 

亦一奇也。春元必穿大红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浅红 

道袍。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骔巾绿伞。 

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麦，则绒衣巾 

盖，益加盛矣。 ” [7] 世风追逐华美，文人亦不能免俗， 

他们十分注重服饰的质料、风格、颜色、装饰等等， 

衣着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身份的象征。 

除了追求服装式样新颖华美之外，文人还好奇装 

异服，即时人所谓“服妖”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嘉靖、 

万历年间，士人喜穿女衣， “色衣”风靡一时。明人李 

乐曾对这种现象深表忧虑： “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 

尽为妇人红紫之服。 ” [8](卷十) “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 

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 [8](卷十) 在传统观念中 

这是一种不祥之兆，晚明的历史也恰好应验了这一 

点。然而，从审美文化的角度看，文人爱穿女衣正说 

明了时尚追求的近乎疯狂，寻求刺激，挑战权威。李 

渔论述服饰色彩时提到： “记予儿时所见，女子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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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尚银红桃红，稍长者尚月白，未几而银红桃红皆 

变大红，月白变蓝，再变则大红变紫，蓝变石青。迨 

鼎革以后，则石青与紫皆罕见，无论少长男妇，皆衣 

青矣。 ” [9](156) 李渔解释其中原因是： “变之至善而无可 

复加者矣。其递变至此也，并非有意而然，不过人情 

好胜，一家浓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觉，遂 

趋到尽头处耳。 ” [9](156) 服饰流行色彩的不断加深，并 

不是人们有意所为，而是时尚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追 

逐时尚的社会心理因素所造成的。三百多年前的李渔 

能认识到这一点，无疑是十分精彩的。在时尚的变更 

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情厌常喜怪” ， “喜新而尚 

异” ；而变更的内在动力就是对美的追求。笔者认为， 

这是文人追逐时尚的最重要因素。 

但是，光从审美本身来看晚明时尚的流变恐怕是 

不够的。促成文人追求奇装异服的，还有社会政治经 

济等方面的原因，奇装异服是一种文化标志，代表了 

一种名士风度及对传统的挑战。据记载，明中期的江 

南才子唐寅便曾特意穿女衣与和尚下棋，以示宣扬。 

又有怪服，如顾玉川，尤好奇服，时常“衣纸衣” 、 “冠 

纸冠，方屋而高二尺” [10](365) ；张献翼“身披采绘荷菊 

之衣，首戴绯巾” [11](卷二十三) 。可以看出，晚明文人中爱 

穿奇装异服者不在少数，他们多为仕途失意，狂放不 

羁之人，渴望通过服饰打扮来张扬与众不同的个性， 

宣扬名士风度。这种风度对文人来说非常重要，也是 

他们所刻意追求的。而荒诞如唐寅、张献翼之流，其 

怪异服饰则暗含对社会的抗争以及对世俗社会的逃避 

情感， “好怪诞以消不平” [11](卷二十三) ，他们的举动往往 

越礼任诞， 与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社会规范相去甚远。 

时代和社会造就了文人行为的怪诞，却也造就了他们 

悲怆而浪漫的一生。在怪诞的背后，往往都有一种超 

群拔众的人格，能自在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独自应 

付任何困苦的窘境，从中自得其乐。 

在晚明，文人实是时尚的引领者和缔造者。他们 

属于社会的文化精英阶层，代表着高雅的品位，富商、 

平民则是文人时尚品位的模仿者。卜正民指出，时尚 

是用来区别出类拔萃和平庸通俗的，并且时尚从来不 

是固定不变的，总有新的标准被不停地制定出来，使 

那些正在趋近于现行标准的人遭到挫折。 [6](251) 正是文 

人对奇装异服的宣扬将社会的服饰时尚引向了新颖、 

华美和奇异。服饰方面如此，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莫 

不如此。 

追逐时尚的消费潮流催生了一批专以模仿生产赝 

品为生的文人，器玩的仿制技艺达到几可以假乱真的 

地步。 “假骨董，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 

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 

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 ” [11](卷二十六) 

可见，文人之于时尚既有审美品位上的推崇，又有经 

济利益上的牵连。获得了时尚的控制权，就能从中获 

利。因此，文人的时尚品位极其复杂，其中包含有商 

业利益的成分。文人引导潮流，又随俗顺应潮流。并 

且，其时士风不竞，轻浮逐利，文人对时尚的追逐也 

反映出虚浮的心态。到袁宏道所处的晚明时期，文士 

更以“厌常喜新，慕奇好异”来博取社会之名利地位， 

至如李乐所言： “今天下文士务怪逞奇，不如是不足以 

投时好而取青紫。 ” [8](卷五) 这种虚浮功利之风是时势所 

造，追新求奇之风进而往怪诞畸形方向发展。所幸的 

是，尚有不少文士没有为“时尚”所淹没，他们对“时 

尚”的引领有助于晚明社会审美风尚的健康发展。 

(二)“新之有方，异之有道，不失情理之正” 

隆、万以后，时尚中心转至江南，一度创造出极 

辉煌的物质文明，新、奇、异事物层出不穷。卜正民 

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指出， 

面对日益浮华奢靡的社会风气，文人感到一种深切的 

忧虑，这种忧虑来自时尚引发的社会地位的激烈竞 

争 [6](251−252) ：商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不遗余力地 

模仿士人的装扮，导致士商身份的混淆，甚至娼优、 

隶卒、小贩也作文人装扮。文人通过不断修改审美规 

则来维护他们的文化特权地位，有关“品位”的论述 

也有日增之势。但是，笔者认为，学者从消费文化角 

度所作的论述似有言过其实之嫌，文人对“品位”的 

阐释更多是从审美角度立意，反映了他们对世风奢靡 

的一种忧虑与对文化的理解。李渔说： “风俗之靡，日 

甚一日。究其日甚之故，则以喜新而尚异也。新异不 

诡于法，但须新之有道，异之有方。有道有方，总期 

不失情理之正。 ” [9](11) 此乃切中时弊之言。 

文人所尚之“奇”并非披金戴银，珠光宝气，而 

是建立在人情物理与文化底蕴基础上的新奇。李渔性 

喜奇异之物，然而对于时尚，却并不人云亦云。如对 

流行的“水田衣” 、 “月华裙” ，李渔极力批判，认为它 

们虽奇非美。 “水田衣”是“零拼碎补之服” ，为其时 

所尚，李渔认为它大背情理，原为古人贫寒缝补之衣， 

今人却厌常喜怪，有意为之， “缝碎裂者为百衲僧衣， 

女子何辜，忽现出家之相？” [9](157) “月华裙”一裥之 

中，五色俱备，李渔认为不可取，一是大费人工物料， 

二是“盖下体之服，宜淡不宜浓，宜纯不宜杂” [9](159) ， 

浓艳杂色之裙奇则奇矣， “亦艳妆村妇而已矣，乌足动 

雅人韵士之心” [9](159) 。又如对流行发饰“牡丹头” 、 

“荷花头” 、 “钵盂头” ，李渔认为“种种新式，非不穷 

新极异，令人改观，然于当然应有、形色相类之义， 

则一无取焉” [9](143) 。头上生花、钵盂覆头，此乃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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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之俗样， “美人所梳之髻，不妨日异月新，但须筹 

为理之所有” 。 [9](143) 可见，违背情理的新奇，文人反 

以为“俗” 。并且，在穿着打扮上不能一昧赶时髦，随 

大流，否则就会陷入俗套。张岱嘲讽浙人不断追逐模 

仿“苏样” ， “ 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 

忽小” [12](2) ，被苏人讥为“赶不着” 。张岱在穿着上极 

为自信， “不肖生平倔强，巾不高低，袖不大小，野服 

竹冠，人且知为陶庵，何必攀附苏人始称名士 

哉？” [13](卷三) 在众人皆醉之中保持自我个性， 不随波逐 

流，也是一“奇” 。奇要奇得有底蕴，有品味，才能为 

文人雅士所欣赏。 

晚明文士文震亨也说，穿衣要与时令、身份、场 

合相符合， “居城市有儒者之风，入山林有隐逸之 

象” [13](153) 。得体、合宜才叫有品位，文士既不宜穿着 

孔子时代贫穷而励志的装束，也不宜装扮成纨绔子弟 

形象，一味竞奇斗异更是俗不可耐。文士的服饰就应 

该体现儒者之风，隐逸之象。李渔对服饰的论述则更 

进一步，他提出了“衣以章身” [9](150) 、衣衫“不贵与 

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的观点 [9](154) 。李渔从色彩学、 

服饰美学的角度，详细论述了“人有生成之面，面有 

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的道理 [9](155) ，诸如“面颜 

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浅；其近黑者，则不宜浅而独宜 

深，浅则愈彰其黑矣” [9](155) 。服饰又要与人的内在气 

质相宜， “粗豪公子”宜戴“纱帽巾之有飘带者” ，而 

风流小生则宜戴潇洒漂亮的“软翅纱帽” [9](155) ； “衣 

以章身” ，人为主体， “同一衣也，富者服之章其富， 

贫者服之益章其贫” [9](150) ，服饰符合人的内在气质， 

才能彰显其美。并且，他从审美的角度，清醒地认识 

到世风浮靡所带来的装扮误区， “使遇皮相之流，止谈 

妆饰之离奇，不及姿容窈窕，是以人饰珠翠宝玉，非 

以珠翠宝玉饰人也” [9](152) ，指出披金戴银、珠光宝气 

是“但见金而不见人” [9](151) ，衣着打扮应该是以人为 

主体，突出人，美化人，而非为装饰而装饰。李渔的 

观点在晚明颇具代表性，深刻反映了时代精神。在文 

人眼里，真正的新奇与时尚是建构在个性化美学原则 

之上的，必须彰显人的气质、个性与主体地位。 

晚明文人所尚之“奇” ，是品位与文化的象征。装 

饰太过，人云亦云，缺乏个性，都是没有品位的表现。 

新奇不必刻意寻求，但也不是因循守旧，它是自然与 

个性的和谐统一。自然，即是符合人情物理，淡妆浓 

抹总相宜，具有协调搭配之美，如在李渔看来， “所当 

饰鬓者，莫妙于时花数朵” [9](152) ，与金银珠宝相比， 

时花具有活泼生机，令人有生气；计成强调造园应该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14](168) ；个性，则是突出人的 

主体形象， “一珠一翠一金一玉，疏疏散散，便有画 

意” [15]](卷二) ，随季节场景变换不同风格的服饰；亭台 

楼阁皆具幽旷之致。新奇与否并不以事物的价值高低 

为标准，它是金钱买不到的，需要文化底蕴与艺术修 

养，是更高层次的“雅” ， 是在经反复提炼、化繁为简、 

去粗取精之后达到的美。并且，真正的新奇需要在日 

常生活中去挖掘，而不是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无独 

有偶，晚明戏剧也尚“奇” ， “传奇者，事不奇则不传； 

辞不奇艳不传” [16] ，但“奇”同样要建构在日常生活 

人情物理基础之上，戏曲家们均反对“人情所不近， 

人理所必无”之“奇” 。可见，晚明生活美学与艺术美 

学之间具有共通性。 

晚明文人将其所尚之“奇”通过小说、戏曲、小 

品与生活样式等途径向社会宣扬，不断引发新的潮流 

与时尚。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时出现了一大批生活 

美学类著作，经典者如《长物志》、《瓶史》、《遵生八 

笺》、《闲情偶寄》等等，当文人在书中指导读者什么 

是雅，什么是俗，什么是奇，什么是品位的时候，显 

然都非常热衷于展示他们自由的独特审美观。万历末 

年以后，社会崇艳好异之风逐渐转向素雅精致，转向 

个性美，天启《平湖县志》称： “二三十年前，峻宇雕 

墙，必朱丹金碧，游侠子弟必红紫靓衣，今若见此， 

则嗤笑欲呕，此大雅将还之验也。 ” [17](449−450) 文人在时 

尚传播中发挥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三)“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 

林岗指出： “突破平庸， 追求与众不同的卓越之处， 

是这个时期士大夫文化精神的核心。 ” [18](44) 晚明文人 

尚“奇”美学观念即源于这种文化精神，具体表现在 

日常生活领域，一是强调“活变” ， “活变”是创新 

的基础；二是强调独创， “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 

裁” [9](181) 。 

创新活变是李渔生活美学的精神主旨。他在《闲 

情偶寄·凡例七则》中一再强调： “所言八事，无一事 

不新；所著万言，无一言稍故者，以鼎新之盛世，应 

有一二未睹之事、未闻之言以扩耳目， 犹之美厦告成， 

非残朱剩碧所能涂饰榱楹者也。 ” [9](10) 李渔求新求变 

的生活美学思想可谓是晚明文化精神的杰出代表。晚 

明文人反对理学对思想的禁锢，强调事物的差异性、 

特殊性、 多样性。创新首先是求“变” ， 反对一成不变、 

对列工整、死气沉沉，李渔《闲情偶寄·位置第二》 

专著“贵活变”一节， “幽斋陈设，妙在日异月 

新” 。 [9](259) 李渔的理由是： “眼界关乎心境，人欲活泼 

其心，先宜活泼其眼。 ” [9](259) “活变”代表着生机， “使 

今日看此花，明日复看此花，昨夜对此月，今夜复对 

此月，则不特我厌其旧，而花与月亦自愧其不新 

矣” [9](91) ，故居室陈设应当日异月新。对新、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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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尚，有审美心理学的基础。现代心理学认为，越 

是新鲜的刺激，大脑皮层反应越快，记忆停留时间越 

长，就越能吸引观众注意，对观众的心理震撼越大， 

“若使骨董生根，终年匏系一处，则因物多腐象，遂 

使人少生机” [9](259) ；同时， “活变”又是时代精神的 

反映， “世道迁移，人心非旧，当日有当日之情态，今 

日有今日之情态” [9](94) 。袁宏道也主张一代有一代之 

文， “世道既变，文亦因之” [2](515) ，因循守旧不能创 

作出好文章，也不可能创造出美的生活。 

因此，李渔“贵活变”就是要使居室器物的陈设 

处于不断的重新组合之中，形成新的视觉张力，使观 

者得到全新的视觉感受。在他看来，即使是不可移动 

之房舍“亦有起死回生之法。譬如造屋数进，取其高 

卑广隘之尺寸不甚相悬者，授意匠工， 凡作窗棂门扇， 

皆同其宽窄而异其体裁，以便交相更替。同一房也， 

以彼处门窗挪入此处，便觉耳目一新，有如房舍皆迁 

者；再入彼屋，又换一番境界，是不特迁其一，且迁 

其二矣” [9](259) ；对于陈设之器物，则“或卑者使高， 

或远者使近，或二物别之既久而使一旦相亲，或数物 

混处多时而使忽然隔绝，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若有 

悲欢离合于其间者。但须左之右之，无不宜之，则造 

物在手，而臻化境矣” [9](259) ；至于香炉，则要随风 

向“数迁其位” [9](259) ，令满屋俱香。李渔这一思想非 

常精彩，只有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不断给观者新奇 

的视觉感受，才能始终保持美的吸引力。更为可贵的 

是，李渔将“贵活变”的思想运用到人的自我更新上， 

认为人也必须时时更新自己的形象与内涵，才能保持 

魅力。他认为，厌常喜新是人之常情，亲友朝夕相处， 

更易生厌，故“撇同胞之手足而与陌路结盟，避女色 

而就娈童，舍家鸡而寻野骛，是皆情理之至悖，而举 

世习而安之” [9](346) ；因此，人必须“时易冠裳，迭更 

帏座” [9](246) ；并且美饰旁人， “鲜其衣饰，美其供 

奉” [9](347) ，不断更新自我与家人的形象，彼此之间才 

有持久的吸引力，厌常喜新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从 

日常生活审美的角度来观察家庭伦理问题，确是李渔 

的高明之处，其中透露出浓郁的近代气息。 “贵活变” 

的思想也反映出晚明文人驾御事物的自信心，他们善 

于运用设计之法造就平凡生活中的新奇，进而升华为 

一种人生智慧。 

李渔固然是日常生活创新的代表人物，而一再推 

崇古雅之风的文震亨，实也并非一味守旧：对于居室 

陈设之物，文氏尚古雅；而对于服饰，文氏却强调“必 

与时宜” [13](153) ；对于出游的工具， “至如济胜之具， 

篮舆最便，但使制度新雅，便堪登高涉远” [13](165) ； 

即与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实用器物以新为雅。尊 

崇古雅之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高濂，也深谙“活变” 

之理：对于古器的伪造品，如果制工精细，高濂认为 

“此可补古所无，亦为我朝铸造名地” [19](43) ；而古铜 

器具更是应该活变为今用，如古鼎今用于焚香，古代 

的觚、尊等酒器今用于插花，古之壶瓶今用以注酒， 

小样提卣今用作糊斗等等，不断赋予古器新的内涵， 

以增添其美质。 

可见， “贵活变”的美学思想为晚明文人所普遍认 

同， “凡慧则流” ，这实质上反映了处于瞬息万变时代 

的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敏锐嗅觉以及“不变则腐”的危 

机感。以变为美，以新奇为美，是思想大解放时代的 

特质。晚明是一个复古与开新思想交错并存的时代， 

文人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如文震亨，以古为 

雅，希冀以古雅之美来重新唤起文人对传统文化的归 

属感，带有浓重的述古情怀；又有对新时代新文化的 

敏锐捕捉， 善于感受新奇之美。 而且从文震亨到高濂， 

再到李渔，以新奇为美的思想越来越占主流，这一方 

面说明随着思想的解放， 文人愈来愈认可了新兴文化， 

疏离甚至背弃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处于新 

旧交替之际文人在文化选择上的困惑。现实改变了文 

人的生存境况：时代给他们提供的生存空间扩大了， 

生存竞争却更为激烈， “不变则腐” ，因循守旧、不能 

创新则要为社会和市场所淘汰，在这种境况下，文人 

的心态也愈来愈偏向“变”与“新” ，以适应时代的剧 

烈变动。 这些因素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与审美的新发展。 

晚明文人尚奇，更为突出的表现在“不喜雷同， 

好为矫异” [9](18) ，处处体现“我”的个性与价值。计 

成的《园冶》是明代造园艺术的里程碑，计成在开篇 

《兴造论》就提出“三分匠，七分主人”的造园原 

则 [14](162) ，其对“主人”界定为： “非主人也，能主之 

人也。 ” [14](162) 即是指，造园的成功，三分靠建筑工 

匠，七分则靠造园设计师的品味与追求。计成是针对 

其时效仿名园，雕镂画工，缺乏个性等造园之弊提 

出这一观点的。没有个性与特点，人就役于物，成为 

了园林的仆役；而“物”应该是“我”的情感、个性 

与品味的体现，故不可因循效仿，而要“一榱一桷， 

必令出自己裁” [9](181) ，有了个性，就有了与众不同、 

卓尔不凡之质，无意求奇而自奇。李渔《闲情偶寄》 

进一步深化这一思想： “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 

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 

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 

责。 ” [9](181−182) 

以“奇”取胜，不效仿名园，亦意味着不可被复 

制，处处皆染造园者之慧心，这种追求与晚明个性 

解放思潮是交相辉映的。李贽就认为： “夫道者，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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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 

也。 ” [5](卷八) 主张个性应当自由发展， “就其力之所能为 

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 

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之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 

是谓物各付物” [5](卷十八) ，从而使“天下之民，各遂其 

生，各获其所望” [5](卷十八)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特 

点，应该顺其自然， “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 

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 [21] 。造物如 

此，生活亦然，文人要勇于表现自己的个性，流露自 

身的真性情， “一花一石，位置得宜，主人神情已见乎 

此矣” [9](221) 。晚明私家园林各具特色，盛极一时，达 

到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最高峰，正是源于这股个性解 

放潮流。 

不仅在理论上提倡独创，不少文人还身体力行， 

将这种思想实践于日常生活中，李渔是其中最典型的 

一个，《闲情偶寄》就是他独创思想的结晶。李渔族谱 

有段对李渔的介绍： “性极巧，凡窗牖、床榻、服饰、 

器具、饮食诸制度，悉出新意，人见之莫不喜悦，故 

倾动一时。 ” [21](卷五) 便面窗、尺幅画、书房壁纸、暖椅、 

床帐、联匾、笠翁香印，乃至层园、芥子园、伊园等 

等无不体现了李渔巧夺天工的妙想和尚奇求新的匠 

心，时常有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之妙。 

对于独创、个性的强调，实则是对自我价值的认 

同。文人是文化精英阶层，修身治国平天下一直是文 

人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是人生价值实现之通途。 

然而，明代中后期以来，文人的境遇惨淡，朝廷对文 

人的暴虐与残酷达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再加上明清 

易代之际的动荡， 留给文人的政治活动空间更为狭窄， 

文人修身治国的理想也在现实中渐渐磨灭了。当他们 

无奈地将精力投向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之时，却发现 

了另一个可供开拓与施展才华的世界，这个世界便是 

日常生活。文人将满腔的热情与才华投入其中，却发 

现通过经营别具一格、新奇独特的生活更可让他们找 

回自信，进而为世人所景仰。世人尚奇，文人在迎合 

世俗风尚基础上加以反叛与出新，发明创造出的东西 

更新奇，更富有个性，就会引发世人的喜好与追逐， 

文人因而成为潮流的领导者。自负率真如李渔，一旦 

有新作问世，总忍不住要夸耀一番， “知笠翁为此道功 

臣” [9](79) ， “但期于得意酣歌之顷，高叫笠翁数声，使 

梦魂得以相傍，是人乐而我亦与焉，为愿足矣” 。 [9](193) 

独创、个性之作在晚明时代备受推崇，成为文人创作 

的内在动力。可见，晚明文人在历来被视为雕虫小技 

的日常生活中大展身手，寄托个性与才华，在某种程 

度上可谓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文人心态与思想 

的转变于此可见一斑。 

三、结语 

综上所述，晚明的“尚奇”趣味对前代虽有继承， 

却又与前代有着根本的区别。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 

“自‘礼乐传统’以来，儒家美学所承继和发展的是 

非酒神型的文化，虽经庄、屈、禅的渗入而并未改变。 

即它的特点仍然是：既不排斥感性欢乐，重视满足感 

性需要，而又同时要求节制这种欢乐和需要。即使是 

庄子自由乘风的人格想像， 屈原寻死觅活的情感风波， 

以及那禅宗心空万物的超越世俗，也都没有越出这个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学规格。 ” [22](243) 魏晋亦多奇 

士狂者，然而，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其归宿是一种宇 

宙感怀和人际伤悲， “仍然是社会性和理性占优势的 

情，而并非对个体的情欲歌颂” 。 [22](243) 只有到了明中 

叶，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个体感性生命与自然 

情欲才真正取得了独立性，成为了个体生存的本能动 

力。当自然情感如洪水般汹涌而出，必然冲破儒家所 

崇尚的中和之美，而具有“新” 、 “奇” 、 “狂” 、 “怪” 

等特点。因此，晚明之“奇”便渗入了个体感性生命 

之真情感， 这种情感不再从属于儒家传统的人伦教化， 

而是走向了世俗与日常生活，追逐日常生活的感性快 

乐成了文人的人生理想。晚明文人歌颂自然人性，痛 

斥假道学、假礼教，并以近乎颠狂的言行表达对虚伪 

世界的不满。与此同时，文人又更多地融入世俗化的 

社会，追新逐奇，并力图使文人之“奇”与世俗保持 

距离，成为潮流的引领者。可以说，晚明之“奇”是 

文人对自身感性及理性力量的开发，洋溢着诱人的近 

代气息。然而，这种趣味还未得到充分发扬和开拓， 

就被随着改朝换代而来的假古典主义所湮没和扼制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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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ular Aesthetic Taste of Literati’s Daily Life 
in Late Ming Dynasty 

ZENG Tingti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China) 

Abstract: The singular aesthetic taste performed incisively and vividly in literati’s life in late Ming Dynasty. It not only 
revealed  the aesthetics of integration with politics, economy,  thinking and culture, but also sublimated  to  the modern 
spirit of aesthetics from one kind of life mode in late Ming Dynasty. It showed concretely in the fashionable pursuit of 
disliking ordinary but  fantasy, and  favoring  innovation and preferring singularity.  It also showed  the taste worship of 
being  good  at  innovating,  expecting  fantasying  and  including  reasons  of  making  sense.  Meanwhile,  it  showed  the 
aesthetic personality  of creating and polishing the masterpiece  ball by himself. The aesthetic  spirit of singular  in  late 
Ming Dynasty, which exploited  its own power comprehensively, embodied a  strong modern quality and reflected  the 
progress of aesthetics, broke through from the beauty of Confucian qualities of being “gentle, honest and reliable”, and 
was  rooted  in  the  sensing  life  by  individual  and  daily  life.  The  taste,  however,  without  developing  sufficiently  and 
extending further, had been submerged and restrained by the fake classicism as the old dynasty was replaced by a new 
one. 
Key Words: Late Ming Dynasty; Daily Aesthetics; Singular Taste; Personality 

[编辑：胡兴华]


